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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实践】

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及中国应对∗

郭 　 宏　 　 　 伦 　 蕊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对国际生产秩序造成严重冲击。 疫情严重破坏了全球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

体系的基础，迫使企业重新考虑全球产业链布局，弱化对价值链效率的追求，更加强调供应链安全和弹性。 疫情期

间，西方国家加速调整贸易、投资和产业政策，国家发展战略的内向化转变日趋明显。 疫情叠加经济、技术、政策多

重因素的影响，驱动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 短链化、区域化、增加值高度集中、治理模式变革，成为未来全球产业链

重构的重要趋势，将对我国发展的核心利益带来严峻挑战。 对此，我国需要转变发展战略，对产业发展、利用外资、
对外投资、国际合作等政策作出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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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对国际生产造成了

前所未有的冲击，动摇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不断

深化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的基础。 疫情期间，西
方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对外经济政策，更加强调国家

安全、供应链弹性和关键供应自主，国家政策内向化

转变日趋明显。 跨国公司提高供应链弹性的动力以

及各国应对疫情的长期政策反应将加速全球产业链

重构的趋势。 未来一段时期，受疫情叠加经济、技
术、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全球产业链在长度、地
理分布和治理模式等方面将发生剧烈变化，对我国

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分工带来重大影响。 应对这种

大变局，需要准确认识未来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及
时调整我国的发展战略和政策范式。

一、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生产秩序造成严重冲击。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全球产业间分工逐步转向产

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并最终演变为不断深化的

产业链分工，极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新冠肺炎

疫情的暴发，动摇了产品内分工体系的基础。 在疫

情冲击下，生产和供应链的断裂，充分暴露了这一分

工体系的脆弱性。 疫情期间各国产业链复工复产复

销的节奏相异，破坏了整个及时交货系统，产业链龙

头企业难以担负起协调不同生产工序和生产区段的

任务，产业链协作机制趋于崩溃，全球范围内的最优

化生产配置成为空谈。
从时间维度看，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可划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初到 ３ 月上

旬。 疫情在中国暴发，鉴于我国以中间品为主的贸

易结构，这一阶段国内企业的停工和物流受阻，不仅

使企业自身面临供应链“生态位”被替代的风险，还
通过出口供应链影响他国，引发全球供应链的局部

断链风险，使此阶段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远超中

国自身的经济体量。 第二阶段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初至

全球疫情得到基本控制。 疫情的全球蔓延，使美欧

日韩的一些跨国公司停摆，海外供应链出现梗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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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回落，表现为滞销与断供的双重风险，全球产业

链的问题从供给端转向供需两端。 目前，全球疫情

蔓延不仅没有缓解迹象，而且呈现不断加重的趋势。
随着疫情的持续发展，众多国家、行业受到大面积冲

击，全球产业链的断链风险持续升级。 第三阶段是

后疫情时代。 疫情平息后，跨国公司出于供应链安

全考虑，避免在一国生产过度集中化的风险，将增加

或替换其供应商和采购商，调整全球投资布局，从而

导致供应链结构和关系的深层次变革，对全球产业

链带来深远影响。
新冠疫情通过连续三个阶段的发酵，将诱发连

锁性的“次生灾害”，对全球产业链协作产生多维

度、全方位的影响。 由于全球产业链涉及大量中间

品的多次跨境流动，当前疫情既冲击全球产业链的

供给侧，也涉及中间品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波

及终端消费和产业链投资，最终进一步制约供给侧，
引发连锁震荡。 在供给层面，由于疫情在工业大国

迅速蔓延，疫情严重国家的产能缺口冲击全球生产

体系，导致其他国家获得必需工业投入品的难度更

大、成本更高，直接阻断了正常的生产活动。 在需求

层面，疫情带来的各国经济严重衰退，全球需求市场

急剧萎缩，成为全球产业链面临的重要挑战。 根据

世贸组织的估算，２０２０ 年全球贸易额将下降 １３％—
３２％。①在全球供应链本地化导致中间品贸易大幅

缩减的同时，由宏观经济衰退引发的延迟购买使最

终品贸易也趋于下降。 在投资层面，疫情蔓延助推

避险情绪，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增加了企业运

营和财务管理的难度，也使企业搁置甚至放弃投资

意向，减缓其全球产业链的布局进度。 根据联合国

贸发会预测，２０２０ 年全球直接投资降幅高达 ４０％，
首次降至万亿美元以下， ２０２１ 年将进一步下降

５％—１０％。②

不同产业链在疫情中所受的冲击，与其复杂程

度和上下游关系密切相关。 短期内复杂产业链所受

冲击比简单产业链更为严重。 这是因为复杂全球价

值链（ＧＶＣ）涉及贸易中间品的多次跨境，在疫情中

显得更加脆弱。 ２０１７ 年复杂 ＧＶＣ 占全球 ＧＤＰ 的比

重约为 ５．５％，所涉及部门主要包括电子通信、交通

运输设备、精密仪器等，预期这些部门所受冲击最为

严重，利润降幅也最大。③

从国家层面看，各国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程度和

位置不同，疫情的影响机制和冲击程度各有不同。

作为全球制造中心，中国的供应链安全和产业链地

位都受到严重冲击，尤其是汽车、能源、机械、化工、
医药、航空、航天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冲击较大。 疫

情已经导致我国纺织服装、造纸与印刷品、化学与医

药、金属及其制品业的工业原料出口滞销，以及电子

设备、电器设备、机械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的元部件

出口滞销。 汽车制造、机械设备、发动机、化工、医药

和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业则面临进口元部件断供问

题。 疫情也导致中国部分行业面临外资撤资、供应

链外迁风险，部分产业回流美欧发达国家趋势加强，
部分生产环节加速向南亚、东南亚、南美等发展中国

家转移。 尽管大部分跨国公司不太可能将生产线全

部移出中国，但留在国内的生产线可能主要供给国

内和亚太市场。 在这种情形下，我国将面临由世界

工厂演变成为亚太地区的区域工厂，甚至是仅仅面

向中国市场的本地化工厂的风险。 这势必会动摇中

国的国际制造中心地位，降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

的重要性。
从长期来看，与以往自然灾害对商业模式的暂

时干扰不同，此次疫情将迫使企业重新考虑其全球

价值链，弱化对价值链效率的追求，更加强调自身产

品供应安全，进行多元化布局以分散风险。 这将导

致全球产业链在长度、地理分布和治理模式等方面

的剧烈变化。

二、西方国家的政策调整及其影响

１．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策环境的

演变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全球范围内，驱动全

球产业链开放的因素不断弱化，抑制全球产业链开

放的因素却逐步强化。 “有条件保护论”成为抑制

全球产业链开放的重要理论依据。 据此理论，全球

化并不总是提高发达国家福利，一旦后发国家通过

技术学习和赶超，以更快的速度提高生产率，全球产

业链分工就会损害发达国家的福利。④发达国家必

须加速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以确保自身的生产率

优势，同时还要尽可能抑制后发国家的技术赶超。
基于这种理论思潮和对全球分工体系脆弱性的

认识，全球范围内国家干预主义和保护主义开始抬

头，贸易争端加剧，国际合作从多边转向双边和区

域。 发展中国家开始担忧过早“去工业化”，发达国

家则力图通过再工业化重建其制造业基础，巩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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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进技术领域的战略地位。 国家安全、产业链安

全问题在发达国家引起格外关注，疫情前美国、英
国、日本等国就出现了发展国家生产能力、加强产业

链自主性的思想。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极力推动

制造业回流美国。 ２０１９ 年，美国国防后勤局（ＤＬＡ）
发布《供应链安全战略》，提出维护和保障供应链安

全性，构建有弹性、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系统。 德国

政府发布《国家工业战略 ２０３０》，德法两国共同发布

《面向 ２１ 世纪欧洲工业政策宣言》，不约而同地将

供应链安全和生产本地化作为产业政策调整的重要

内容。⑤在投资政策方面，欧美国家出于国家安全考

虑进一步加强了对外资的限制，尤其是在战略产业

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
２．疫情发生后西方国家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进一步改变了西

方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动摇了一些国家支持

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和政治基础。 疫情使西方国家认

识到全球分工体系的脆弱性和确保产业链安全的紧

迫性，重新权衡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益，更
加强调国家安全、供应链弹性和关键供应自主。 疫

情期间，西方国家采取了多种严格的贸易和运输限

制措施。 美、德、法、日等西方主要国家更是通过支

持本国企业回迁、收紧外资安全审查、加强本国战略

产业保护等政策，力图提升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特
别是战略产品和服务的国家或区域供应能力，实现

对经济的自给自足和自主可控，经济政策出现了显

著的内向化转变趋势。 西方国家政策调整的内容主

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应对疫情的贸易限制措施。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３８ 个国家或地区对除医疗物资外的货物贸易

采取了相关措施，７４ 个国家或地区对医疗物资贸易

采取了相关措施，主要限制或禁止医疗和防疫物资

的出口以及农产品、动物类制品、食品的出口。 这些

出口限制措施既包括临时禁止出口禁令，要求当地

用品生产商只向或者至少优先向国内买家供货，对
当地生产产品出口规定明确的百分比限制，也包括

出口授权计划这种不太透明的出口限制措施。 鉴于

疫情的继续加剧，不能排除出口限制措施数量的进

一步增加，以及现有临时出口禁令时间的延长。
二是以补贴、税收优惠或立法形式引导企业回

迁。 美国特朗普政府启动《紧急状态法案》和《国防

生产法案》，要求将关键产业链全部搬回美国。 为

“构建强韧的经济结构”，日本政府宣布实施一项

２４３５ 亿日元的供应链改革计划，支持日本企业把产

能搬回国内，或向东盟国家分散。 法国总统马克龙

声称，危机后法国将寻求把医疗及其他制造业回迁

法国和欧洲，重建“法国主权与欧洲主权”。
三是支持本土企业扩大产能。 美国运用《国防

生产法案》，强制推动医疗产品的国内生产和供应。
近期美联储实施的无限流动性和无限量化宽松政

策，以 ２ 万亿美元刺激经济复苏，将进一步提升美资

企业在本土的投资意愿。 根据美加墨新贸易协定

（ＵＳＭＣＡ），美加墨三国意图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
把汽车零部件在三国国内的生产比例提高到 ７５％。

四是实施更加严格的外资审核标准。 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主要国家在国际投资政策上，采取更加严

厉的限制和保护措施，特别是加强了基于国家安全

考虑的外资并购审查，部分国家采取了针对中资企

业的歧视性限制措施，其目的是预防外资对卫生服

务、生物技术等与卫生危机管理直接相关行业的低

价并购，以及出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考虑，禁止外

资对本国更广泛的“战略”行业资产的并购，防止关

键性的技术被外国所掌控。
五是实施技术封锁。 为确保本国企业在全球产

业链中的优势地位，一些发达国家采用了技术封锁

措施。 美国一方面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发布

１４ 类前沿技术封锁清单；另一方面通过 “长臂管

辖”，不断将特定的中国高科技企业或科研机构列

入实体管制清单，切断对华技术供应链。 疫情期间，
美国商务部仍在部署修订更为严苛的长臂管辖原

则，对华技术封锁措施进一步升级。
六是推进全球产业链的“俱乐部模式”。 以美

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由“全
球模式”转变为“俱乐部模式”。 近期，美国联合澳

大利亚、印度、日本、新西兰、韩国和越南等国，推动

建立被称为“经济繁荣网络计划”的“可信赖伙伴”
联盟，涵盖贸易、投资、能源、基建、数字经济等领域，
其战略目的就是改变现在的全球产业链构成，从政

治、制度、意识形态上重构国际合作格局，重新建立

美国主导的、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国际多边政治、经济

和金融新体制，促使其产业链去中国化。
这些政策举措在本质上是一种逆全球化行为，

是以“国家安全” “产业链安全”为借口对贸易投资

保护主义进行辩护的产物，带有浓重的国家干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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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色彩。 从目前情况看，西方国家

经济政策的内向转变不单单是短期内应对供应链安

全的临时性手段，更是一种基于长期安全利益的战

略考量。 如果这些政策被其他国家仿效，进而在全

球蔓延，势必加剧保护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倒退趋

势，触发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调整，推进全球产业链短

链化、本土化、区域化的趋势，极大压缩发展中国家

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空间，削减其价值获取的机会，阻
断其获取先进技术的路径，发展中国家基于垂直专

业化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和产业升级将面临严峻

挑战。

三、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

１．以全球金融危机为分水岭的国际生产发展

态势

３０ 年来，以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为分水岭，国
际生产呈现明显不同的发展态势：危机前的 ２０ 年快

速增长，危机后则陷入停滞。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后，技术进步使生产过程精细划分、构建复杂跨境

供应链成为可能，全球贸易投资政策自由化、出口导

向型增长政策、要素成本差异和贸易成本下降，促进

了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间，全球

ＦＤＩ 存量增长了 １０ 倍，全球贸易额增长了 ５ 倍，其
中绝大多数是公司内贸易和供应链内部贸易。 伴随

跨国公司从寻求自然资源和国际市场向利用劳动力

成本和生产率的战略转变，国际生产已从相对简单

的跨境结构演变成为更为复杂的国际生产网络。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尤其是 ２０１０ 年后，国

际生产增长势头明显停滞。 实物生产性资产的跨境

投资流量停止增长，贸易增长放缓，全球价值链贸易

下降。 全球 ＦＤＩ 的年均增长率从 １９９０ 年代的

１５．３％和 ２０００ 年代的 ８．０％，降到 ２０１０ 年代的０．８％。
国际贸易在以超过 ＧＤＰ 两倍的速度增长了数十年

后，在 ２０１０ 年代明显放慢。 跨国公司几十年来的全

球扩张趋势在 ２０１０ 年代戛然而止。 １９９０ 年代，全
球跨国公司 １００ 强的跨国化指数增长了 ５ 个百分

点，２０００ 年代继续增长 １０ 个百分点，２０１０ 年代则陷

入停滞。⑥

导致近 １０ 年国际生产停滞的主要原因在于：一
是 ＦＤＩ 投资收益率逐步下降。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
ＦＤＩ 投资收益率达到峰值 ９． ６％，此后进入下跌通

道，到 ２０１９ 年已跌去三成。 投资收益率的快速下降

使发展中国家对于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趋弱。 二是生

产自动化降低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追寻低成本

劳动力优势的动力。 劳动力成本套利一直是塑造现

代国际生产模式和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力量之一，生
产自动化极大消减了劳动力成本套利的吸引力。⑦

三是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轻资产化和非股权模式。
新一代产业革命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跨国公司的

海外业务越来越轻资产化，对实物资产的投资越来

越少，通过数字渠道、非股权模式而非国际直接投资

进入全球市场的活动日益增加。 四是国家干预主义

和保护主义政策的回归，导致跨境投资活动受限。
２．影响全球价值链演变的关键因素

伴随着国际生产的停滞，这一时期的全球产业

链也处于深刻演变过程之中。 从理论上讲，众多影

响机制决定了全球产业链的演变。 跨国公司对生产

模块化和规模经济的寻求可能导致价值链更长，较
高的贸易成本和创新强度会缩短价值链长度。 劳动

力成本套利机会大、产品定制程度高使得增加值地

理分布更为广泛，供需集中度、贸易和运输成本高则

会导致地理分布更为集中。 交易成本、知识产权则

对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选择产生重要影

响。 详见表 １（见下页）。
近 １０ 年来，新工业革命、经济民族主义抬头和

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成为驱动全球产业链发生重大变

革的三大趋势性影响因素。 这些趋势有时会相互加

强，有时会朝相反的方向推动全球产业链的演进，造
成不同行业和地区演进形态的巨大差异。 例如，机
器人、物联网、３Ｄ 打印、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通过

压扁、挤压或弯曲国际生产的“微笑曲线”，对全球

价值链的长度、地理分布和治理模式施加重要影

响。⑧经济民族主义则缩减了国际直接投资、商品贸

易、全球价值链贸易的规模。 具体来看，产业政策上

的国家干预主义支持全球价值链中知识和技术的集

中和集聚，整合模块化价值链，抵消劳动力成本套利

机会。 提高贸易壁垒、加强外资审查和限制对外投

资等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措施，阻碍了价值链分工细

化和地理扩散。 从多边向区域和双边政策框架的转

变，使区域内贸易成本降低，强化了本土化和区域价

值链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问题影响着跨国公司的行

为和治理选择，规制政策、消费者偏好和声誉风险正

在改变跨国公司的行为，推动供应链缩短和对供应

链进行更严格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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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影响全球价值链长度、地理分布和

治理模式的关键因素⑨

决定因素 影响
关系

Ｌ ＧＤ ＧＣ

套利机会（劳
动力成本、监
管、税收）

劳动力成本差异是效率寻求型投
资和国际生产网络布局的根源；
监管、税收等套利机会也使得国
际网络更加复杂

＋ ＋

供应、需求的
集中度，专门
知识与技术

价值链的上、下游及知识密集型
部分的地理分布，取决于需求地
点、关键供应来源、技术和人才

－

贸易成本

贸易成本主要影响价值链的长度
以及增加值的地理分布。 在多次
跨境产品或部件的成本中，包含
关税和行政程序成本在内的贸易
成本占据着较高份额

－ －

运输成本
运输成本影响着公司的采购和选
址决策，进而影响价值链的物理
长度和地理分布

－ －

交易成本

体现在传递信息、产品规格、质量
控制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交易成
本，决定了主导企业寻求外包的
程度和价值链中的步骤数量

－ ＋

生产过程的
模块化

生产可被分解的程度是离散型任
务碎片化的驱动因素和先决条
件，并决定着价值链的长度

＋ ＋

专业化分工
的收益

专业化收益是价值链分散化的关
键驱动因素。 专业化收益与任务
层面的规模经济密切相关

＋

规模经济

价值链任务层面的规模经济带来
专业化收益，并导致更大程度的
分散化；整合生产过程中的规模
经济则对价值链长度产生相反的
效果

＋ ／ － －

创新和知识
产权密度

高密度的知识产权会导致更严密
的控制、价值链内向化、生产本土
化。 在产品或工艺规范易于被编
码和传输的情况下，通过非股权
进入模式的控制可能优于 ＦＤＩ

－ － ＋

产品差异化
或定制化的
程度

定制的需要往往导致增加值的分
散化，即更分散的空间地理分布

－ ＋ ＋ ／ －

　 　 注：“关系” 列显示的是各种决定因素与价值链长度

（Ｌ）、地理分布（ＧＤ）、治理与控制（ＧＣ）之间的正相关或负

相关关系。 其中，决定因素与 ＧＣ 之间的关系可被解释为通

过非股权进入模式或内向化（即基于所有权的治理）实现更

多的控制。

３．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成为推进全球产

业链转型的催化剂。 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已经严重影

响了许多行业的跨国公司的生产网络和供应链。 跨

国公司提高供应链弹性的动力以及各国应对疫情的

长期政策反应将加速全球产业链转型的趋势。 疫情

叠加经济、技术和政策环境的影响，使未来 １０ 年全

球产业链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 尽管转型的程度和

范围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但已显现出一些重要的发

展趋势。
一是短链化。 疫情前，生产模块化、专业化和规

模经济共同导致了价值链的多层次发展，推动着价

值链长度的不断延展。 疫情凸显了依靠任何一个国

家提供投入或最终产品的危险，驱使全球产业链加

速走向短链化。 为构建自主可控的供应链，提升和

保护战略产业能力，许多国家将着手推动价值链本

土化。 跨国公司加快供应链和生产过程重组，追求

简化生产过程以及使用在岸或近岸作业，而非传统

的分包和离岸外包。 跨国公司通过高度集成的内部

化运营在近距离生产，并将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外市

场。 ＦＤＩ 从全球效率寻求型投资向区域市场寻求型

投资的转变，从分散的垂直专业化投资向更广泛的

工业基地和集群的投资转变，推动着产业链短链化

的大发展。 不同行业转向短链化的原因各不相同。
在纺织、服装和食品等行业，生产工艺相对简单，生
产工序容易大规模复制，导致生产短链化。 在电子

和汽车等高技术价值链密集型产业，受西方国家产

能回迁政策的压力，跨国公司对更短、更可持续的价

值链以及更多样化、更灵活的生产系统的追求，可能

导致短链化。 在制药行业，为了更靠近消费市场、更
便于实施个性化定制，以获取重要的特定市场优势，
从而采取集中协调的分布式、短链化制造模式。

二是区域化。 区域化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跨国

公司从全球价值链退出，转向在地区层面复制价值

链；另一种是跨国公司在近岸建立业务结构，促进区

域性国际生产增长。 疫情前，产业链区域化在东亚

和北美地区就呈现不断加剧的趋势。 未来 １０ 年，在
区域经济合作、区域自主性要求以及国家提升产业

能力的政策环境推动下，产业链区域化现象将非常

普遍，尤其在传统全球价值链密集型产业、区域加工

业和初级产业表现得更为明显。 汽车产业在某种程

度上已经开始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区域价值链。 食

品、饮料和化工这些与本地原材料的上游联系和区

域细分市场下游联系紧密的区域加工业，出于接近

采购与消费市场和本地化生产溢价的考虑，将进一

步巩固其区域价值链。 在能源部门和农业，为减少

对区外市场的依赖性，对本地和区域市场的采购将

呈现加速趋势。 发展中国家对廉价消费品市场需求

的增长推动着电子产品和纺织品行业的区域价值链

发展。 从技术上讲，包括数字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

在内的数字化发展，有利于区域价值链的集中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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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在区域内复制全产业链提供了可能。 区域化促

进了地区内部的专业化和产业多元化发展，打破了

对发达市场、资本和技术的依赖，从而刺激了区域发

展进程，为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和价值链升级提供

了机会。 因此，产业链区域化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独

特的意义。
三是增加值地理分布趋于集中。 疫情后，不同

产业的国际生产地理布局可能会发生不同方向的变

化。 对低技术 ＧＶＣ 密集型产业，受限于经济和技术

的可行性，跨国公司从劳动力成本差异中获利的动

机依然强烈，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发展其复杂

的国际分工网络。 数字技术的运用，使服务业尤其

是高附加值服务成为由劳动力成本套利驱动的离岸

外包的新前沿。⑩因此，以上这些产业的国际生产布

局可能进一步分散。 对战略资源产业，出于减少对

石油生产国战略依赖的考虑，跨国公司在未来将更

多地投资于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以及为电动汽车

市场服务的技术和基础设施。 这些投资方向对地理

区位的要求降低，将导致这些产业的地理分布从高

度集中趋于分散。 虽然国际生产在一些产业呈现分

散化趋势，但总体上，全球产业链的短链化、区域化

将驱使增加值地理分布更趋集中，尤其在高技术

ＧＶＣ 密集型产业最为突出。 鉴于能够提供医疗设

备等基础性商品，或者具有经济或技术上的战略重

要性，高技术产业将遭受更多的产业回迁政策干预。
自动化、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也成为产能向发达国家

回迁的技术触发因素。 数字技术和电子商务的普

及，使得增加值在早期研发活动和后期营销活动中

进一步集中。 数字平台在 ＧＶＣ 密集型产业和服务

业的使用，也会导致增值活动在地理上更加集中，大
部分的价值链增值活动将集中在少数地点的大型跨

国公司之中，许多在低成本地点完成的劳动密集型

任务将获得相对更少的增加值。 国际生产的分散化

意味着为更多的国家和供应商提供了参与产业链的

机会，但增加值集中化趋势将使发展中国家和企业

的价值获取更为困难。
四是价值链治理模式的演变。 在微观层面，即

全球价值链治理选择方面，受行业特定因素的影响，
跨国公司协调和控制其国际生产网络的方式有着重

大的差异，主要体现为低技术 ＧＶＣ 密集型产业链的

平台化治理和高技术 ＧＶＣ 密集型产业链的内向化

治理。 在低技术 ＧＶＣ 密集型行业，外包而非 ＦＤＩ 的

国际生产模式将继续强化，借助数字化平台对分散

的供应商进行集中协调变得十分重要。 供应链治理

平台化有利于减少治理和交易成本，增强集中式的

协调和控制，提升国际生产网络的效率，从而成为低

技术 ＧＶＣ 密集型产业的价值链治理新趋势。 在高

技术 ＧＶＣ 密集型行业，离岸外包和分包减少，在岸

或近岸作业增加，价值链治理将越来越内向化，尤其

是知识密集型活动的内部化倾向将更为显著。 总体

上，在未来时期，更多的轻资产、重关系、重知识型企

业将掌控着高技术 ＧＶＣ 密集型行业的链主位置，核
心技术的研发活动越来越内部化，使发展中国家的

企业更加难以实现基于垂直专业化的价值链地位攀

升。 在宏观层面，体现为从多边合作转向区域和双

边合作治理模式。 未来将以更多的区域经济一体

化、双边合作取代多边合作机制。 受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单边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

局，世贸组织几近停摆，全球多边贸易体制遭到严重

破坏。 未来一段时期，一些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如
北美、欧盟、中国—东盟、美洲、非洲各类自由贸易区

以及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将在构建区域内联系与对

话机制、推动区域或双边多领域合作、建立国际政治

经济新秩序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四、我国的应对措施

全球产业链重构对中国发展的影响重大。 改革

开放以来，通过投资和贸易，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

链，是全球产业链网络的枢纽与核心。 深度参与全

球产业链，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产业链升

级。 未来一段时期，以短链化、区域化、增加值集中

化和治理模式变革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产业链重构趋

势，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分工带来重大影

响。 传统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将丧失竞争优势，全
球价值链参与、价值获取、基于垂直专业化的发展、
产业链升级变得更加困难。 当然，全球产业链重构

也为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链高端跃升带

来一些发展机遇。 要迎接挑战并抓住机遇，关键在

于调整发展战略和政策范式。 当前，我国亟须重新

平衡对外开放战略和国家经济安全，加快从出口导

向的全球产业链战略转向国内产业链和区域产业链

战略。 对内积极调整产业布局，着力打造内需导向

的国内产业链体系；对外调整嵌入全球产业链的战

略路径，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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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应成为政策调整的着力点。
１．打造区域产业集群

加快推进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

国家战略实施，着力打造一批上下游高度协同、技术

上紧密联系、流程上集约高效的世界级产业集群，提
升区域经济创新能力，增强产业国际合作和竞争的

新优势。 以产业链核心企业为龙头，优化产业配套

环境和条件，加快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产供销、大中

小企业协同发展。 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

互助、跨区域产业集群发展协调等机制，推动形成更

有效的区际协调战略。 进一步加强沿海与东北、中
西部地区的区际互动和经济循环，鼓励产业向中西

部梯度转移，消除区际间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环节

壁垒，畅通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要素的循

环，推动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实现区域统筹发展，
使内循环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２．加快推进产业链升级

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尽快

跨越“低端锁定”，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竞争

力。 鼓励科技创新，形成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力争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的重大技术难题。 加

大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等环节的投

入，瞄准产业链短板和高端环节开展研发，以创新驱

动产业链升级，由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不断增

强产业链控制与主导能力。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构建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 把握第四次产业革命机遇，
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大力促进产业

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加速人工智能、５Ｇ 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加快推进传统产业与

高科技、高端产业融合互动，促进数字化与智能化转

型，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链，形成产业竞争新优势。
３．构建产业链安全防控体系

从国家战略角度建立产业链安全体系，强化工

业能力，防止过早“去工业化”，构筑自主可控、安全

高效的全产业链，有效提升我国产业链安全性。 加

强产业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实现重

要产业、战略资源、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
将短期应对疫情对供应链的冲击与中长期降低产业

链对外依赖程度相结合，打破西方技术封锁，提升高

端制造的供给能力。 明确产业链安全战略的重点领

域，根据产业链竞争力程度划定重点产业监测范围。

构建国家产业链安全重点企业培育、救援机制与产

业链安全防控体系，对重点产业进行产业链 “体

检”，梳理出“短板”基础技术和关键装备，加快实现

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成立产业链安全风险管理

部门，搭建合作机制，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政
府部门间，乃至企业、政府与高校、研究机构等主体

之间的协同合作。 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形成具

有更强创新力、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４．调整利用外资模式

既促外资增量，也稳外资存量。 坚定不移地推

动开放战略，健全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升外

商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水平，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
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打造更具吸引

力的营商环境，提升国际投资的吸引力，预防外资撤

资和投资转移风险。 调整利用外资发展模式，切实

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把外资政策的重点转向“引资

补链”“引资扩链”和“引资强链”上来。 改变招商引

资方式，从关注效率导向型投资转向区域市场寻求

型投资，从关注分散的垂直价值链的投资转向更广

泛的工业基础和集群的投资，从基于成本的竞争转

向基于供应链灵活性和弹性的竞争，从优先考虑大

型投资项目转向为小型分布式制造投资腾出更多空

间。 大力提升软硬数字基础设施质量，将数字化的

软硬件基础设施、配套的生产性服务、良好的工业基

础和超大规模市场作为招商引资的推介亮点，吸引

基于平台的轻资产型投资以及数字经济领域的

投资。
５．实施新一轮“走出去”战略

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把抗击疫情与

新基建相结合，挖掘海外新的投资机会、合作领域和

商业模式。 积极推行“跟进型”对外投资，密切追踪

跨国公司的战略走向，主动加强与其配套和外包关

系，以资本为纽带强化全球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
鼓励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或企业主动到海外进行投

资布局，通过并购拥有核心技术的高科技项目或联

合开发、共同设立海外研发中心等途径，占领海外高

端市场，逐步嵌入由欧美企业主导的全球创新网络。
鼓励和引导企业联合开展对外投资合作，搭建央企

与民营企业合作渠道，提升“走出去”的规模和水

平。 高度关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针对中资企业

投资的限制措施，敦促相关国家调整歧视性政策，保
护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资产安全和海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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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加强产业链区域合作

推进产业链生态主体间的国际合作，把加强与

周边国家、南方国家合作作为国际产业合作的重中

之重。 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与日、韩、
东盟等周边国家构建区域产业合作框架，促进区域

产业集群和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强化区域内数字、
物理和机制联通，加大联合研发设计、核心技术创

新、市场营销开拓、零部件升级、高级别品牌培育，共
建共享新兴消费市场，培育区域大市场。 充分发挥

“一带一路”产业合作国际大平台作用，提升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层次，大力发展数字

丝绸之路，加大产业合作、技术交流、规则制定、人才

流动等方面的合作力度。 加强中非之间在钢铁、有
色金属、建材、高铁、电力、化工、轻工纺织等行业的

产能合作。 加快推进中国与拉美的自由贸易协议升

级和自贸区建设，拓展中拉产业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加强与欧洲国家合作，拓宽我国获取关键技术与高

技术产品的途径。
７．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改革

坚持开放主义和多边主义，建设更加公正合理

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推

动重启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积极促进国际投资协

定（ＩＩＡ）改革，推动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 积

极参与多双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构建面向全

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持续深化与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上合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东盟等域内

外组织建立多种形式的联系与对话机制，搭建国家

之间的价值共创机制、跨国协调机制、利益共享机制

和风险分担机制，营造更加开放、自由和公正的国际

经济环境，打破美国意在重新建立的由其主导的、将
中国排除在外的国际多边政治、经济和金融体系，遏
制单边主义和经济霸凌主义的势头。

注释

①王若兰、吴婷婷：《产业链视角下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中国财经报》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９ 日。 ②⑨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０，ｐ．３８，
１３０．③盛斌：《ＣＯＶＩＤ－１９ 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及政策启示》，《国际

经济评论》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④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Ｐａｕｌ Ａ． Ｗｈｅｒｅ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ａｎｄ
Ｍｉｌｌ Ｒｅｂｕ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２００４，Ｖｏｌ． １８，Ｎｏ． ３． ⑤
Ｈｏｎｇｚｈｉ Ｇａｏ，Ｍｏｎｉｃａ Ｒｅｎ． Ｏｖｅｒ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ＣＯＶＩＤ
－１９： ａ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ｉ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Ｖｏｌ．１９，Ｎｏ．３．⑥跨国化指数 ＝ ［（国外资产 ／ 总资产＋国
外销售额 ／ 总销售额＋国外雇员数 ／ 总雇员数） ／ ３］ ×１００％。 ⑦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７，ｐｐ．５６－７８．⑧Ａｎｄｒ Ｌａｐｌｕｍｅ，Ｂｅｎｔ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Ｊｏｓｈｕａ Ｐｅａｒ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ａ ３Ｄ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６，Ｖｏｌ．４７，Ｎｏ．５．⑩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Ｓｉｍｏｎ Ｅｖｅｎｅｔｔ．
Ｗｈｙ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ｉｎｓｉｄｅ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Ｗｏｒｋ．ＣＥＰＲ 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０，ｐｐ．１０３－１１０．

责任编辑：澍　 文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Ｇｕｏ Ｈｏｎｇ　 　 　 Ｌｕｎ Ｒ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ｈａｓ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ａ－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ｃ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ｌａｙｏｕｔ， ｗｅａｋｅｎ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ｕｔ ｍｏｒ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ｗａｒ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ｂｅｃａ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ｃｏｎｏ⁃
ｍ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ａｓ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Ｓｈｏｒｔ－ｃｈａ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ｉｌｌ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ｂｒ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ｍａｊｏｒ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ＶＩＤ－１９；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８３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